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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是历史上宗教发展传播的基本规律和普遍

现象，伊斯兰教成为全球性宗教的过程，就是在各个

地区本土化的过程。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初期兴起于

阿拉伯半岛后，伴随着向全球各个地区的传播，完成

了对当地文化的被动接受与主动吸纳，在不改变伊斯

兰教基本信仰、宗教经典与核心教义的情况下，形成

了具有丰富地方特征的伊斯兰教本土文化。伊朗由于

邻近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最早大规模传播的地方

之一。伊斯兰教在伊朗的本土化经历了开始、发展、

成熟、深化、反复与调整等六个阶段，形成了具有鲜

明特色的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文化。伊朗伊斯兰教的

本土化显示出内容的丰富性和过程的复杂性，在广阔

的伊斯兰教世界具有突出的典型性。在先知穆罕默德

之后，波斯人对于伊斯兰教的发展贡献了绝大多数民

族都难以相比的力量。探究伊朗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历

程和特点，对于理解伊斯兰教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具有

重要意义。

一、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开始

从伊斯兰教进入伊朗到倭马亚王朝时期是伊朗伊

斯兰教本土化的开始阶段（7世纪初期—750年）。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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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时期，伊斯兰教伴随着阿拉伯人

的军事征服进入今天的伊朗地区。当时的伊朗处于萨珊

帝国统治之下，琐罗亚斯德教享有国教的地位，大部分

居民是该教的信徒。因此，伊斯兰教在伊朗的传播就是

伊斯兰教这一新生的一神教替代本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

的过程。

阿拉伯人征服伊朗的初期，往往采取较为粗暴的

手段对待琐罗亚斯德教，但这加剧了他们与本土居民

波斯人之间的矛盾。于是，哈里发欧麦尔宣布琐罗亚

斯德教具有与基督教、犹太教相同的地位，琐罗亚斯

德教徒作为有经人，在缴纳人丁税的情况下，处于哈

里发国家的保护之下，可以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就

实际效果而言，人丁税成为推动琐罗亚斯德教徒皈依

伊斯兰教的重要杠杆。按规定，琐罗亚斯德教徒如若

成为穆斯林，便可免征人丁税。许多琐罗亚斯德教徒

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主动皈依伊斯兰教。在637年的

卡迪西亚战役后，大约4000名萨珊波斯骑兵皈依伊斯

兰教，加入了穆斯林军队。①四大哈里发时期，外族穆

斯林在穆斯林军队中已占五分之四，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波斯人。②为稳定穆斯林在伊朗的统治秩序，哈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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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沿用了萨珊波斯的行政机构，继续留用原有的萨

珊波斯官员管理伊朗，许多琐罗亚斯德教上层阶级也

为了保住自身的权力与地位而皈依伊斯兰教。伊朗的

土著居民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从属于特定的阿拉伯人

部落，属于被统治的麦瓦利（mawali）。

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前期，伊朗大多

数 居 民 仍 然 是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徒 ， 伊 斯 兰 教 还 主 要

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倭马亚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

（Muawiyah，661—680年在位）适应这一现实，尽

量淡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实行较为宽松

的宗教政策。他遵循四大哈里发时期的规定，在琐罗

亚斯德教徒缴纳了人丁税后，便可以得到信仰宗教的

自由与阿拉伯人的保护。671年，统治伊朗东部的阿拉

伯总督齐亚德想处决当地的琐罗亚斯德教大祭司，并

熄灭当地的圣火。该地的穆斯林写信请示大马士革的

中央政府，穆阿维叶回信说：“你们不能伤害他们，

因为他们和我们缔结了和平契约，他们的信仰是他们

的事。如果先知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他会消灭除了伊

斯兰以外的所有宗教，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人丁

税的基础上与他们保持了和平。”③这显示了穆阿维叶

试图坚持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宽容政策的意图。

欧麦尔二世就任哈里发时期（717—720年），

推行了有利于琐罗亚斯德教徒皈依伊斯兰教的经济政

策。与此同时，移居到呼罗珊地区的阿拉伯人由于长

期与波斯人杂居，逐渐融入了波斯文化之中。出生于

呼罗珊地区的第二代阿拉伯移民不再使用父辈的语

言，而是操接近波斯语的呼罗珊方言，他们许多人身

着波斯风格的服饰，与当地居民共同庆祝传统节日。

但倭马亚王朝统治者为显示其阿拉伯民族的优越性，

常常将一些侮辱性政策强加于波斯人身上，如一个波

斯人骑马见到步行的阿拉伯人，他必须立即下马，把

马让给阿拉伯人骑。④事实证明，波斯麦瓦利并没有在

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享有与阿拉伯穆斯林同等的地

位，这使得他们对倭马亚王朝愤愤不平。⑤倭马亚王朝

狭隘的阿拉伯民族优越感导致了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

对立，这成为了该王朝被推翻的重要原因。

二、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发展

从阿拔斯王朝到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前是伊朗伊斯

兰教本土化的发展阶段（750—1500年）。阿拔斯王朝

时期，帝国的统治者已不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倭马

亚王朝对异族的歧视被多民族的融合取而代之，波斯

文化开始逐渐复兴，伊朗伊斯兰教进入了波斯化的阶

段。

呼罗珊的波斯人为阿拔斯人建立王朝立下了汗马

功劳，阿拔斯王朝也把波斯人作为重要的倚靠力量。

阿拔斯王朝的首都由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这使得

来自东方的波斯因素可以对帝国发挥重大的影响。帝

国的政体是波斯君主式的，统治经验也来自波斯人，

政府中的许多官僚、书记员也是波斯人。⑥琐罗亚斯德

教的新年——诺鲁孜节也成了伊朗穆斯林的节日。伴

随着王朝的波斯化，波斯人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到阿

拔斯王朝前期，琐罗亚斯德教被边缘化，伊斯兰教成

为在伊朗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9世纪中叶以后，阿拔斯王朝逐渐衰落，伊朗的地

方王朝兴起，进一步推进了伊朗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伊

斯兰教的本土化。在萨曼王朝（874—999年）的统治

下，一种新的波斯语——达里波斯语开始在伊朗东部

和东北部兴起。新波斯语采用了阿拉伯字母，同时运

用了相当大比例的阿拉伯语词汇。萨曼王朝统治者以

萨珊王朝后裔自居，极力赞助和支持波斯文化复兴，

倡导波斯传统，使新波斯语在上层和宫廷中被推为时

尚。⑦新波斯语的兴起与广泛使用推动了伊朗宗教语

言的波斯化。波斯学者纳萨菲（Nasafi，1067—1142

年）将《古兰经》翻译为波斯语，伊斯兰经学院也开

始逐渐使用波斯语授课，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使用波斯

语写作与宣教的宗教学者。伊朗国家图书与档案馆收

藏的3853份11—19世纪手稿中，接近40%的手稿为宗

教类主题，82.56%的手稿由波斯语写成。⑧波斯语成

为伊朗宗教生活中的主要语言是伊斯兰教在伊朗本土

化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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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皈依伊斯兰教后，以深厚的文化积淀，

为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9世纪以来，

伊朗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伊斯兰宗教学者。逊尼

派 六 大 圣 训 集 的 编 纂 者 中 ， 穆 斯 林 · 本 · 哈 贾 吉

（Muslim ben al-Hajjaj，821—874年）、伊本·马哲

（Ibn Majah，824—887年）、奈萨仪（al-Nasa’i，

839—915年）皆为波斯人。布韦希王朝时期（934—

1 0 5 5 年 ） ， 由 波 斯 经 注 学 家 穆 罕 默 德 · 库 莱 尼

（Muhammad al-Kulayni，？—941年）、伊本·巴

拜韦·库米（Ibn Babawayh al-Qummi，918—991

年）、艾布·贾法尔·图西（Abu Jafar al-Tusi，

995—1067年）编纂的什叶派四大圣训集陆续面世。

布韦希王朝统治者支持什叶派中十二伊玛目支派的发

展，伊朗中部的什叶派圣城库姆成为可以和伊拉克的

库法相提并论的什叶派大本营。据记载，到13世纪，

库姆城共有8所较为有名的宗教学校，位居全伊朗第

一。⑨这为什叶派在伊朗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塞尔柱王朝时期（1092—1194年），苏菲主义在

伊朗的成熟与传播，是伊斯兰教进一步本土化的表

现。11世纪中叶，作为正统苏菲主义的集大成者，波

斯人安萨里（Ghazali，1058—1111年）通过调和苏菲主

义与逊尼派的关系，大大促进了苏菲主义在伊朗的发

展。波斯的苏菲文学与诗歌是苏菲主义在这个时期的

重要外在形式，波斯苏菲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诗歌密不

可分。13世纪诞生了萨迪（Sa’di，1213—1291年）和

鲁米（Rumi，1207—1273年）等许多运用波斯语创作

诗歌的苏菲诗人，他们的诗歌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对

苏菲主义在伊朗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鲁米的

诗歌更是展现了伊朗本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善恶二元

论思想与苏菲主义的交融。

13世纪上半叶，什叶派与苏菲派相融合，形成

了具有伊朗特色的苏菲什叶派。苏菲派在历史发展中

逐渐形成了组织严密的苏菲教团，并确立了苏菲长老

传承体制。苏菲派从历史渊源里寻找长老传承体制的

合法性。阿里早年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与追求真主的

理念与苏菲派高度相似。苏菲派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

性，从阿里和其他伊玛目身上确立自身正统传承的依

据。什叶派也吸收了一些苏菲派神秘主义观点，对由

伊玛目的热爱而产生的神秘体验与神智进行了神学上

的讨论。什叶派同时也利用苏菲教团在中下层民众中

的影响，向大众推广自己的政治理念。⑩

1258年，蒙古人攻克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灭亡。

面对蒙古人的屠杀和掠夺，民众更加青睐苏菲主义。

苏菲教团在伊朗日益壮大，其中的代表便是库布拉维

耶教团与努尔巴赫什教团。它们虽然属于逊尼派，但

具有明显的什叶派倾向，这代表了14世纪以来伊朗

逊尼派以苏菲派为桥梁而出现的什叶派化趋势，在

其后的黑羊王朝时期，这表现得更加明显。土库曼

部落的黑羊王朝（1375—1468年）具有明显的什叶

派倾向。黑羊王朝国王杰汗·沙赫（Jahan Shah，

1438—1467年在位）的母亲就葬在伊斯法罕两名伊

玛目后代陵墓的旁边。在黑羊王朝发行的钱币中，同

时存在逊尼派与什叶派元素。黑羊王朝所展现出的这

种教派上的矛盾性正是伊朗逊尼派的什叶派化过程中

的特征，有学者因此认为，黑羊王朝事实上属于苏菲

什叶派。 伊朗的什叶派化进程最终由16世纪初期建

立的萨法维王朝完成。

三、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成熟

从萨法维王朝建立到其灭亡是伊朗伊斯兰教本土

化的成熟阶段（1502—1722年）。萨法维王朝的建立

标志着以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

为主体的伊朗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这一共同体正

是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纽带。

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肇始于萨法维教团的兴起

与发展。萨法维教团起初是一个逊尼派苏菲教团，

为建构其合法性，该教团逐渐实现了由逊尼派向什

叶派的转变。萨法维教团的负责人都由前一任指

定，通常是其家族成员来担任，这种以血缘拉近前

后两代教团负责人关系的做法，隐含了负责人特殊

魅力的自然传承。 这与什叶派伊玛目的传承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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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相似的地方。同时，萨法维家族还组织学者编

订族谱，将自己的祖先与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联系

起来，证明自己有高贵的血统。另外，期待隐遁伊

玛目复临的马赫迪教义日益流行，教团首领海达尔

（Haydar）为战士发明了一种红色的帽子，上有

十二个褶皱分别代表十二位伊玛目。

萨法维教团的什叶派化实际上反映了伊朗高原

伊斯兰教发展的总体趋向。8世纪以来，什叶派在伊

朗就有一定的影响，什叶派也已经开始与波斯文化融

合。波斯文化崇拜王权，认为帝王是神特别选出来治

理人民的，上帝赋之以权力，助之以天神，命他治理

人民，不啻是上帝的影子。 而伊朗一直流传着一个

传说，即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娶了萨珊王朝末

代君主叶兹德格德三世的女儿为妻。这一观念使得波

斯人在伊斯兰教和前伊斯兰时代之间建立了一种延续

感。波斯新统治者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宗教信仰，而

是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萨珊王朝的鲜血流淌在

先知真正继承人的血管里。 什叶派也深受琐罗亚斯

德教的影响。什叶派认为，最后一位伊玛目没有死，

而是隐遁起来，在末日审判之前，将作为马赫迪复

临世间，战胜邪恶，实现正义。琐罗亚斯德教也有

类似的隐遁思想，其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在《伽泰》

（Gazha ）中也曾预言，末日到来之际，将有苏什扬

特（Saoshyant）出世，带领人类与恶魔进行最后的决

战。

当1501年伊斯玛仪一世宣布什叶派中的十二伊

玛目支派成为官方宗教时，伊朗还是一个逊尼派穆斯

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萨法维王朝转向阿拉伯地区，

邀请当地乌莱玛来帮助其推行什叶派化政策。乌莱玛

源源不断地来到伊朗，受到国王的庇护，并以自己的

学识服务于帝国的什叶派化政策。这意味着什叶派及

其乌莱玛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强大王权的支持，什

叶派乌莱玛由此逐渐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成

为伊朗伊斯兰教的一大鲜明特征。十二伊玛目派成为

国教不仅使得什叶派与波斯的民族精神高度融合，也

使得波斯人取代阿拉伯人成为什叶派内部的第一大民

族。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800多年后，终于以什叶派的

形式与当地民族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萨法维王

朝的支持下，以波斯语为教学语言的什叶派宗教教育

在伊斯法罕和库姆等城市加速发展，埋葬第八任伊玛

目里扎的马什哈德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伊朗境内首要

的什叶派朝拜地。

随着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不断发展，苏非教团逐

渐受到萨法维王朝的限制和反对。一方面，苏菲教团

认为建立王朝的萨法维教团由于世俗因素的浸染已经

失去了作为苏非教团的精神与纪律，而萨法维王朝则

把伊朗大量存在的苏菲教团视为对统治秩序的威胁；

另一方面，萨法维王朝与什叶派乌莱玛结成了事实上

的联盟关系，萨法维王朝的君主倾向于脱离他们的苏

菲背景，支持什叶派乌莱玛打击苏菲教团。 穆罕默

德·巴吉尔·马基里希（Muhammad Baqir Majlisi，

1627—1699年）是17世纪最重要的什叶派宗教学

者。在国王的支持下，马基里希打击注重神秘体验的

灵智什叶派（gnostic Shi’ism），确立了正统什叶派

的基本形式，获得了“宗教养护者”（Nurturer of 

Religion）的称号。 马基里希还剔除了组织化的苏菲

派对主流什叶派的影响，粉碎了伊朗境内的主要苏菲

教团，加强了乌莱玛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联系，巩

固了乌莱玛对什叶派的宗教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

他还向伊朗境内残存的逊尼派和其他宗教的信徒大力

传播什叶派，使得伊朗延续一个半世纪以上的什叶派

化得以最终完成。

阿舒拉节作为纪念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

殉难的节日，长期在伊朗民间以较为隐蔽与低调的形

式存在。在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为国教之后，阿舒

拉节逐渐成为了官方公共活动。什叶派学者卡什菲

(Kashifi)于1502年创作了《烈士花园》（Rowzat al-

shohada ），第一次用波斯语对卡尔巴拉事件进行了

完整叙述。在官方的支持下，《烈士花园》像经文一

样被公开吟唱，发展为一种独特的哀悼形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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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赫（Rowzeh）。塔赫马斯普（Tahmasp，1524—

1576年在位）国王时期，阿舒拉节仪式走向公开化。

1540年，有威尼斯外交官详细描述了在大不里士举

行的阿舒拉节仪式，这成为萨法维王朝时期最早关于

阿舒拉节公开举行的记录。 阿巴斯一世时期(1587—

1629年在位)，官方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阿舒拉节仪

式，阿巴斯一世亲自制定了仪式的具体内容与规则。

萨法维王朝通过对民间什叶派仪式的支持，从中获取

宗教合法性，而阿舒拉节仪式的丰富和发展是伊斯兰

教在伊朗民间本土化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四、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深化

从萨法维王朝灭亡到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前是伊

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深化阶段（1722—1925年）。

1722年逊尼派阿富汗人攻占了萨法维王朝首都伊斯法

罕，1736年阿夫沙尔部落军事统帅纳迪尔沙（Nadir 

Shah，1688—1747年）建立阿夫沙尔王朝。纳迪尔沙

为调和阿夫沙尔王朝内部逊尼派的阿富汗人与什叶派

的波斯人、土库曼人之间的矛盾，在其统治下实现所

谓的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改称什叶派为贾法里学派 ，

把其和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置于同等的位置。然而纳

迪尔沙在宗教政策上的“创新”明显脱离萨法维王朝

以来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已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实

际，严重伤害了波斯人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他本人最

终亦死于信仰什叶派的波斯将领之手。 1760年，卡

利姆汗（Karim Khan，1760—1779年在位）在自阿夫

沙尔王朝解体以来伊朗的政治动荡中建立了赞德王朝

（1760—1789年）。他纠正了纳迪尔沙时期不切实际

的宗教政策，恢复了十二伊玛目派的地位。这一转变

说明了什叶派信仰在伊朗已经根深蒂固的事实。

18世纪初期以来，伴随着伊朗政治的失序，许

多乌莱玛离开伊朗前往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与此同

时，什叶派穆斯林内部也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他们

对于乌莱玛在什叶派中的作用严重缺乏共识。就此问

题，什叶派内部一直存在两大倾向：一是强调圣训的

阿赫巴尔学派；一是强调理性的乌苏勒学派。阿赫巴

尔学派的一大特点是在教义和现实中限制乌莱玛的作

用。它认为伊斯兰教的创制——伊智提哈德（ijtihad）

是非法的革新，指责穆智泰希德采用了逊尼派中哈乃

斐教法学派的理性主义立场。而乌苏勒派则坚持认为

乌莱玛有权解释教法和做独立判断。著名宗教学者巴

吉尔·比赫比哈尼（Baqir Bihbihani，1706—1791年）在

伊拉克南部圣城经过激烈的斗争，击败了阿赫巴尔学

派，使乌苏勒学派在整个什叶派世界永久地占据了主

导地位。这一变化为什叶派乌莱玛在伊朗发挥政治作

用奠定了关键基础。

从萨法维王朝开始的苏菲主义与什叶派之间的矛

盾一直未得到彻底的解决。18世纪末，一支名为尼玛

图拉黑（Nimatullahi）的苏菲教团在伊朗开始崛起，

对乌莱玛的地位形成威胁。它否认了乌莱玛的权威，

声称“苏菲才是真正的什叶派”，才是什叶派的真正

阐释者。 它认为完美的伊斯兰教根本不需要乌莱玛，

乌莱玛对世俗事务的任何干预对信仰自身而言都是危

险的事情。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许多乌莱玛撰写著

作，反驳苏菲主义。伊朗苏菲教团在18世纪的复兴遭

到了遏制，乌莱玛的地位得到了巩固。19世纪初，苏

非主义在什叶派中依然具有较大影响，但苏非教团已

经很少有追随者。 乌苏勒派乌莱玛成为什叶派内部首

要的宗教领导人。

1786年恺加王朝的建立使得伊朗伊斯兰教进入了

深度本土化的阶段。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分离与并存

的双重权力结构是恺加王朝的重要特征。恺加人源于

游牧部落，极为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掌握宗教知识

的乌莱玛由此主导了伊朗的教育和司法。与萨法维人

自称是伊玛目的后裔不同，恺加人没有主动获取来自

宗教的神圣性。 但面对臣民几乎都是什叶派穆斯林的

现实，阿加·穆罕默德宣誓保卫什叶派信仰，使得王

朝具有了什叶派特征。他按时礼拜和斋戒，步行到马

什哈德游访伊玛目里扎的圣墓，下令维修纳杰夫和卡

尔巴拉的圣墓。他还依据传统，任命每个城镇的聚礼

领拜人和伊斯兰谢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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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特赫·阿里（Fath Ali，1797—1834年在位）

统治时期，乌莱玛与王权的关系出现重要变化。法特

赫·阿里缺乏足够的声望，这促使他更加借助宗教和

乌莱玛来维护自身的统治。19世纪初，许多乌莱玛从

伊拉克来到伊朗，法特赫·阿里以多种办法赢取他们

的好感，使他的统治显示出更加明显的宗教特征。他

试图恢复萨法维王朝时期国王与乌莱玛的紧密关系，

但却不可能像伊斯玛仪一世等国王一样享有对两者关

系的主导权。

穆罕默德（1834—1848年在位）与纳斯尔丁

（1834—1896年在位）统治时期，王权与乌莱玛关系

的恶化成为明显的趋势。纳斯尔丁试图通过改革，强

化专制权力，这遭到乌莱玛的反对。另一方面，俄国

和英国等外部势力的不断渗透和入侵也促使乌莱玛介

入国家政治。作为对内反专制和对外反侵略的领袖，

乌莱玛在伊朗国家政治中越来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他们领导了1891—1892年烟草抗议运动，深度参与了

1906—1911年立宪革命，推动了伊朗历史的发展。整体

而言，自19世纪末期，乌莱玛开始与伊朗国家的命运

息息相关。

恺加王朝的统治者继续对阿舒拉节仪式与柔宰赫

进行支持，名为塔兹耶（ta’ziyeh）的宗教戏剧也得到

了大力资助。塔兹耶是一种伊朗特有的以讲述侯赛因

在卡尔巴拉殉难故事为主的仪式性戏剧艺术，在恺加

王朝时期发展成熟。恺加王朝统治者在大多数主要城

市和城镇都建造了大型露天剧场塔克耶（takyeh），

用于表演塔兹耶。此外，那些在舞台上或开阔地带表

演塔兹耶的专业演员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尽

管一部分乌莱玛认为塔兹耶不符合伊斯兰传统，但仍

有许多乌莱玛乐于赞助塔兹耶。塔兹耶通俗易懂，受

到了伊朗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的欢迎，成为了恺加统

治者拉近民众距离，增加统治合法性的工具。但随着

恺加王朝后期国王和乌莱玛之间关系的恶化，统治者

对塔兹耶的赞助逐渐减少。受过西方教育的伊朗知识

分子开始激烈批评包括塔兹耶在内的阿舒拉节仪式是

“野蛮”与“不爱国”的，这些新兴社会精英推动的

民族主义话语成为巴列维推行世俗民族主义政策的先

声，这预示着西方文明开始成为影响伊朗伊斯兰教本

土化的新因素。

五、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反复

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1925—

1979年）是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反复阶段。巴列维

王朝时期，西方对伊朗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礼萨·汗

与其子礼萨·巴列维大力推行以世俗民族主义为指导

的现代化改革。乌莱玛遭到打压，伊斯兰教在公共领

域的作用被严重弱化，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出现了一定

的反复。

1 9 2 5 年 巴 列 维 王 朝 建 立 后 ， 礼 萨 · 汗 （ R e z a 

Khan，1878—1944年）自上而下强制性推行的现代化改

革，直接引发了与乌莱玛的冲突。1927年，礼萨·汗在

全国推行的《兵役法》引来乌莱玛的抗议，事件以乌莱

玛和宗教学生获得兵役豁免权而结束。剥夺乌莱玛的司

法主导权是礼萨·汗改革的核心内容。1932年，议会通

过的《文件和财产登记法》（The Act of Registration of 

Documents and Property）以世俗法庭替代宗教法庭登记

契约等文件，乌莱玛由此丧失了长期作为登记人和公证

人获得的收入。1939年，政府直接废除了宗教法庭。到

1940年，礼萨·汗实现了对伊朗传统司法的根本改造，

司法系统已被世俗化，乌莱玛数个世纪以来对司法的控

制就此宣告终结。在教育领域，乌莱玛的影响也大幅度

缩小。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现代世俗教育快速发展，吸

引了大部分学生。礼萨·汗还加强了对全国瓦克夫的管

理，没收或控制了原先属于乌莱玛或宗教机构的大片土

地，不仅使乌莱玛丧失了部分收入，还减少了对宗教教

育的资金支持。

在社会生活方面，礼萨·汗推行服饰改革，要求

男性穿统一着装，禁止妇女穿戴各种头巾 。这一禁令

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遭到了乌莱玛和民众最

激烈的反对。但礼萨·汗依靠国家机器，依然坚定不

移地推行。此外，为了宣扬伊朗民族主义，冲淡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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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对文化生活的影响，礼萨·汗还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他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后者意为雅

利安人的家乡。1935年，政府特意在圣城库姆建立了

历史博物馆，陈列公元前历史文物。1938年，政府又

在设拉子建立了琐罗亚斯德教纪念馆。

整 体 来 看 ， 乌 莱 玛 与 伊 斯 兰 教 的 边 缘 化 是 礼

萨·汗时期伊朗的典型特征。在政府的宣传下，伊朗

形成了反对乌莱玛的社会基础和氛围。许多世俗知识

分子越来越倾向于把伊斯兰教看作由阿拉伯人这一落

后民族强加给伊朗的信仰，什叶派被等同于落后、迷

信和腐败，乌莱玛被指责应该为既存的腐败和道德的

腐化而负责。 礼萨·汗末期，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影响

降到了最低点。

1941年，年轻的巴列维（1919—1980年）继承王

位后，王权与教权的关系出现缓和，世俗化政策暂时

出现逆转，伊斯兰教和乌莱玛的影响开始恢复。但巴

列维王朝的世俗民族主义性质和巴列维国王本人的专

制倾向决定了王权与教权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60年代以后，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固，巴列维大张旗鼓

地推进以世俗化为特征的“白色革命”。巴列维作为

世俗民族主义者，诉诸古波斯传统，来获取统治的合

法性。1971年10月，他举行庆祝古波斯君主制2500年

周年的奢华活动。他把伊朗的历史追溯到古代阿契美

尼德帝国，自视为居鲁士大帝的继承人。1975年，巴

列维把伊朗太阳历的起始年由原先的伊斯兰教迁徙年

（公元622年），改变为居鲁士大帝继承皇位的年份，

由此伊朗纪年一夜之间由1355年增加为2535年。 巴列

维还着手建立由政府控制的宗教体系，试图争夺乌莱

玛的宗教解释权，从根本上瓦解乌莱玛的权力基础。

巴列维的这些举措打破了伊朗宗教性与民族性的平

衡，伊斯兰教什叶派作为世俗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被严

重打压。

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巴列维独裁型现代化的

推行，伊朗知识界对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的态度在发

生剧烈的变化，知识分子中开始兴起以什叶派伊斯兰

教思考现实问题的潮流。“对西方化负面影响的争论

逐渐改变了知识分子们的看法，他们对任何伊斯兰教

事物的态度也从过去典型的谨慎转变为把伊斯兰教理

想化地解释为对抗西方化的灵药和抵制巴列维政权的

手段”。 这其中的代表便是贾拉勒·阿勒·艾哈迈德

（Jalal Al-i Ahmad，1923—1969年） 与阿里·沙里亚提

（Ali Shariati，1933—1977年） 。阿勒·艾哈迈德的思

想是对后立宪革命时代伊朗愈演愈烈的西方化运动的

反动。他认为，伊朗的现代化是一种病，就如同瘟疫

一样，从外部感染了伊朗社会，损坏了伊朗人生活和

文化的主体性。他号召返回什叶派伊斯兰教，拒绝一

切西方意识形态，乌莱玛被视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侵

略、保护伊朗认同和独立性的堡垒。 沙利亚提则对传

统什叶派伊斯兰教赋予新的内涵，把伊朗的主要教派

分为萨法维的什叶派和阿里的什叶派，认为前者是穷

人的伊斯兰，是进步和自由的伊斯兰；而后者则是贵

族的伊斯兰，是落后和反动的伊斯兰，也是伊朗统治

者控制人们的工具。想要解决伊朗面临的现实问题，

就必须反对萨法维的伊斯兰，诉诸阿里的伊斯兰。 沙

利亚提思想的核心是把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革命性的

意识形态。

在知识分子宗教化的同时，伊朗乌莱玛变得更

加政治化，其代表人物便是霍梅尼。1963年，霍梅尼

因为抗议“白色革命”，成为全国乌莱玛最重要的

政治代表。1970年，霍梅尼在纳杰夫发表了十二次系

列演讲 ，正式提出了法基赫监护（Velayat-e Faqih）

的理论。他彻底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认为法基赫

（Faqih，教法学家）拥有统治和管理国家以及执行伊

斯兰教法的权力。他反对宗教和政治相分离，主张乌

莱玛积极参与政治，认为“组建伊斯兰政府，治理穆

斯林社会，实施伊斯兰教法，捍卫伊斯兰信仰，正是

教法学家不容推辞的义务”。

乌莱玛和知识分子建构和普及的什叶派伊斯兰主

义，既是回应巴列维政府打破伊朗民族性与宗教性平

衡的产物，也是对伊朗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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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在知识分子和乌莱玛的共同努力下，什叶派

已经由保守和疏远政治的教派转变为高度政治化的意

识形态。1978年底，以什叶派乌莱玛为首的伊朗各阶

层联合发起了反对国王的革命运动，结束了巴列维王

朝的统治。事实证明，巴列维王朝强行把什叶派伊斯

兰教与伊朗民族性相割裂的做法遭遇了巨大挫折。

六、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调整

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至今是伊朗伊斯兰教本

土化的调整阶段。该阶段可分为两个时期：1979—1989

年的霍梅尼时期和1989年至今的哈梅内伊时期。1979—

1989年，霍梅尼使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充分与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相结合，并在政治、经济、社

会生活等方面实行全面的伊斯兰化。在哈梅内伊时

期，尤其是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担任总统时期，伊朗

开启了改革，对全面伊斯兰化政策进行了调整，使伊

斯兰教更加符合伊朗国情与世界发展潮流。

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使得霍梅尼有机会去实现他

“法基赫监护”的政治理想，1979年12月经公民投票

通过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

法》）正式使其制度化和法律化。在法基赫体制下，

最高领袖霍梅尼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措施。《宪法》

将国家议会改名为伊斯兰议会。1980年5月举行了议会

选举，共选举产生263名议员，其中乌莱玛有134名，占

议员总数的51%，其余议员中有不少是坚决支持伊斯兰

革命的农民、工人和巴扎商人。可以说，第一届议会

已经完全伊斯兰化。

此外，司法制度也进行了伊斯兰化改革。1982年

8月，最高司法委员会宣布废除巴列维王朝时期一切反

伊斯兰法的规定，同时政府以受过经学院教育的教法

学家取代了受过世俗训练的法学家。到80年代中期，

伊朗司法制度基本伊斯兰化。

1989年霍梅尼的逝世给予了伊朗改革派机会去

调整全面伊斯兰化的政策。拉夫桑贾尼作为后霍梅

尼时代的首位总统，开启了调整全面伊斯兰化政策

的进程。1989年对《宪法》的修订是后霍梅尼时期伊

朗改革的起点。新《宪法》规定最高领袖不再必须

是“效仿渊源”，而是“具有宗教哲学方面的才能

和美德……政治和社会洞察力，勇气、力量和组织

能力。” 这强调了领袖的政治解决能力，是伊朗政

治由强调宗教知识至上走向务实的关键一步。拉夫

桑贾尼的改革则在以五年计划重建经济的同时，对

伊斯兰教进行灵活和开明的解释。1992年8月24日，

他领导下的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High Council for 

Culture Revolution）颁布了《伊斯兰共和国文化原则》

（Culture Principle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虽然文件

强调了传统伊斯兰教的指导方针，但在一定程度上将

务实的社会文化政策摆上了政府议程。

拉夫桑贾尼对全面伊斯兰化政策进行的调整使社

会环境逐渐宽松，政府放宽了新闻审查，民间世俗媒

体开始活跃。一部分世俗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发出自己

的声音，这其中的代表便是阿卜杜拉·卡里姆·索鲁

什（Abdol Karim Soroush，1945— ）。索鲁什提倡“宗

教民主制”的政治理念，他认为国家可以在价值观方

面以宗教作为指导思想，但在社会治理和公民权方面

应当遵循世俗的原则。他强调，在理想的宗教政府

里，民众有权监督甚至罢免权力的拥有者。 这种“宗

教民主制”的理念与拉夫桑贾尼的继任者哈塔米的政

治理念有着相似之处。

1997年哈塔米就任总统后，提出可以在伊斯兰

的框架下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伊斯兰民主政治，并引

用《宪法》与《古兰经》的相关内容为这个观点辩

护。这被学者们称为“伊斯兰宗教民主”，其内涵是

“伊斯兰教尊重人民的意愿，要求政府面对人民肩负

起重要的责任。伊斯兰教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独裁和

专制”。 哈塔米伊斯兰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在不改变

伊斯兰教核心教义与价值取向的情况下，融入西方积

极因素来为伊斯兰教服务。此外，他还提出建立公民

社会，实现社会公正的施政理念。在外交方面，哈塔

米提出“文明间对话”，主张不同宗教、意识形态之

间的国家进行对话，减少国际冲突，实现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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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间对话”的本质仍然是来源于《古兰经》与伊

斯兰教传统，即赞颂人类多样性，推动对话与理解，

互相尊重等。

哈塔米之后的内贾德和鲁哈尼时期，虽然伊朗

的内政外交政策时有摇摆，但总体而言是后霍梅尼时

期伊朗社会政治改革的延续。必须指出的是，拉夫桑

贾尼与哈塔米的改革是在霍梅尼建立的伊斯兰法基赫

政治体制下进行的渐进改革，但客观上其二人的改革

是伊朗的伊斯兰社会在现代社会寻找宗教生活与政治

生活的契合点，努力使伊斯兰适应当代社会的一种有

益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伊斯兰教在新时期的内

涵，推动了伊朗社会的发展。

七、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特点

自伊斯兰教早期传入伊朗经过一步步量的积累与

质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与民族特色的伊

朗伊斯兰教。在历史的演进中，伊斯兰教积极适应伊

朗的社会土壤与条件，充分与伊朗本土文化相结合，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宏观而言，伊朗伊斯兰教的本土

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伊斯兰教信仰主体与形式在伊朗逐渐实现

了本土化。这表现为：信仰载体的伊朗化，以波斯人

为主体的伊朗民族成为继承与传播伊斯兰教的重要载

体；语言的波斯化，宗教生活中大部分阿拉伯语被波

斯语所替代，宗教语言逐渐波斯化；习俗节日的波斯

化，诺鲁孜节成为穆斯林的节日，阿舒拉节也成为具

有鲜明伊朗特色的民间节日；信仰形式的波斯化，什

叶派成为伊斯兰教地方化与民族化的直接产物。

第二，苏菲主义是伊朗伊斯兰教的重要精神内

核。什叶派受到了苏菲主义的影响，奠定了什叶派国教

地位的萨法维王朝，其前身萨法维教团便是苏菲教团，

塑造了伊朗民族性格与气质的波斯诗人也多是苏菲派诗

人。虽然制度化的苏菲教团在19世纪被击败，但苏菲主

义作为比较隐形的因素深刻影响着伊朗穆斯林。

第三，教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是伊朗伊斯兰教

本土化的一条重要线索，什叶派乌莱玛的强大政治作

用是伊朗伊斯兰教的一大特色。自萨法维王朝开始，

什叶派乌莱玛所代表的教权与历任君主所代表的王权

在合作与矛盾中共存，什叶派伊斯兰教与伊朗国家兴

衰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成为理解伊朗历史发展的关

键。

第四，宗教性与民族性的平衡是伊朗政治与宗

教生活中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自萨法维王朝宣布什

叶派为国教，什叶派伊斯兰教便与伊朗民族性水乳交

融。什叶派屡遭打压的悲情意识与伊朗频频遭受侵略

的历史际遇之间产生强烈的共鸣。伊朗伊斯兰教的本

土化因此不是一种表层的“文化披戴”，而是一种深

层的“文化融入”。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政策破坏了

伊朗宗教性与民族性的传统关系，引发了伊朗人在精

神领域的巨大紊乱，进而导致逆反式伊斯兰革命的爆

发。霍梅尼时期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造成了宗教性的

过度张扬和对民族性的明显贬低 ，90年代以来宗教政

治领域的调整由此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

第五，伊朗人在伊斯兰教本土化过程中显示出强

烈的主体意识。在“新月地带”和北非，伊斯兰化和

阿拉伯化交互作用，使得这些地区的宗教和民族构成

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拉伯穆斯林成为这些地区

的主导性居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斯人虽然

接受了伊斯兰教，却顽强地抵制了阿拉伯化，保持了

民族的自主性和波斯语的延续性。波斯人经过长期的

探索，最终选择了适合于自身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并

对其进行了持续的取舍和改造。

总之，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实质在于调适伊斯

兰教本身使之适应当时的社会，经过近1400年的发展

历程，本土化已经是伊朗伊斯兰教的基本现实。在可

预见的未来，伊朗的伊斯兰教将会继续适应不断变化

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为本土化增添更多新的内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01 年以来伊朗政教关系研

究”（17BZJ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福泉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副所长，王昕祎系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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